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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乡村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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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乡村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强国富民战略安
排之一，这项任务能否实现，关乎复兴中华、实现伟大国家梦想的成败，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宏伟构
想十分必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需要国家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发生转变———农业技术进步模式转
变、农地保护模式转变、城乡区划模式转变、城乡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土地产权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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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振兴乡村战略诸项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

在振兴乡村的各项目标中，核心是让乡村居民

的生活富裕起来，特别是让乡村的农业居民富裕起

来。欠发达国家普遍特征，是由收入指标差异所反
映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乡村居民收入显著低于城市

居民，农民贫穷，乡村凋敝。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仅
是负责任政党和政治家的最有价值的承诺，更因为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成功转型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强大

支撑，所以，实现目标异常艰难。此项承诺真可谓一
诺千金，必经万般努力，方可玉汝于成。实际上，中
国农村近年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也依赖于中国经

济结构的良好转型所提供的支撑，其中，最核心因素

正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市场关系对农村社会的渗
透，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的极大提高。
生活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而农民富裕的前

提则一定是农业产业兴旺发达。生活富裕的标志是
货币收入增长带来的购买力强大，而其支撑力则是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即越来越少的劳动力

生产更多的产品。若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要使用国
家半数以上的劳动力资源，则意味着这个国家很低

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便不可能富裕。
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也是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

的重要基础。2016—2017 年，笔者在农村调研时注
意到一个普遍性的变化，乡村居家妇女彼此间吵架

的事情变得罕见，邻里关系变得友善起来，互相帮助

已成风气，小偷小摸的事情近乎绝迹。原因其实很
简单，也很重要。随着农民收入提高，农村最不容易
“保护”的那部分财物，对人们生活的相对炫耀性已
经下降了，邻里的亲情相对升值了。笔者在调研中
还注意到，农民富裕以后，农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合作

水平也在提高，一些过去难以达成公共事务协议的

事也变得容易达成了。通过在几个省的调查都发
现，过去一些涉及拆迁、调地的事情，总令百姓抱怨、
干部发怵; 现在情况不同了，农民之间商量出一个方

案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些变化固然与乡村治理变革
有关，例如，实行政经分离改革、自治体设置下沉到
组改革以及建立各种理事会等，更与农户富裕引起

的价值判断变化以及农户经济活动平台的变化有

关。
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也

有密切关系。农村生态宜居包括排放减量、景观怡
人、密度适宜、交往便捷等要素。农民生活富裕达到
一定水准以后，才开始看重这些要素的价值。产业
进步之后，人们才有能力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不断降

低同一单位的热量产出所必须开发的土地面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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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土地用于维持自然风貌。

指出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两大目标对于其他目
标实现的基础性意义，当然不是说其他几个领域可

以无所作为; 相反，近几年一些地方在农村宜居环境

和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诸方面积极开拓

思路，取得许多好的经验，推动了农业关联产业发展

和农民收入提高。例如，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推动
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社会治理的改善，鼓励乡贤发

挥作用，一部分从农村流出的资源开始反哺村庄公

共事业建设; 乡风文明建设则直接提升了农村人力

资本水平，促进了农业进步与农民收入提高。

二、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的战略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实现振兴乡村五大目标的
主要路径，是对我国既往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一个

总结。坚守这一经验，的确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

按笔者的理解，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要求我们改变关于城乡关系的一系列旧

认识，树立新观念。

第一，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扩大要

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从国民经济宏观尺度
看，城乡要素流动合理性的标准，是要素在城乡间流

动的边际国民福利产出率相等。这个教科书标准虽
然无法绝对实现，但把它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十

分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按照这个标准
衡量，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统一的目标远没有实现。

城市经济部门劳动要素的经济贡献仍显著大于乡村

领域，说明劳动要素的转移任务没有完成。比如，评
价土地要素市场均衡的建立较为复杂，从表面上看，

我国城市单位面积土地的平均产出水平要远大于农

业用地，但如果我们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用“福
利”产出来评价土地的收益，关于均衡的计算就要另
做考量。虽然农业也有排放问题，但扩大到更广大
的包括森林在内的乡村地区，其对环境就有正的贡

献，而城市领域目前还是负的贡献。另外，我国城市
用地的平均 GDP 产出显著小于发达国家。根据这
些信息，大致可以判断我国城乡农用地与建设用地

的市场还远没有达成均衡，突出表现是各类地价过

高，而城市地价更是高的离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
法之一，是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

第二，抛弃将农村视为两个“蓄水池”的陈旧思
想。我们过去接受了一个“事实”，把农村农业领域
当作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和贫困人口的“蓄水
池。如果这两个“蓄水池”的存在是合理的，振兴农
村的五个目标基本无从谈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就要求我们在

认识上不能继续把这两个“蓄水池”与农村农业捆
绑在一起。农村的主体居民要逐步成为现代农业的
从业者，两个“蓄水池”应该转变为常规的国民经济
变量，即整体上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并接受由国家

主要经济参数的调节，而不能让农村农业负担这样

的“蓄水池”。今后的目标是，由农村领域资源不良
匹配产生的贫困人口，转变为国民经济周期性因素

与摩擦性因素产生的失业半失业人口，让贫困人口

生活在更容易就业、更容易得到帮助的城市，使农村
经济部门与城市经济部门实现真正的“融合”。

第三，必须将农业竞争力提高战略纳入国民经

济整体竞争力提高战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
一个国家各个经济部门的竞争力整体薄弱，但其相

对优势部门仍然可能向另一个竞争力整体强大国家

出口产品，只要另一个国家的对应产业部门的优势

在本国相对弱小，贸易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两个国

家的专业分工水平。必须看到，我国近些年与欧美
的贸易格局，使我国农业的尴尬局面被显著放大。

我国制造业出口已经保持多年强势地位，服务业正

在迎头赶上，而农业相对优势下降。我国农业的绝
对水平在提高，但国际竞争力相对于制造业显得弱

小。这种情况很可能继续下去，最坏的情形是步日
本农业的后尘。按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城乡融合发
展的要求，我们不能在未来中国更大开放的格局下

丢掉农业竞争力，不能让农业成为依靠高补贴存活

的产业部门。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 我
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一个逆

转，让中国同时生成强大的、依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与土地及资本密集型农业支撑的“双强”贸易结构，

而让其他某些国家成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立足的

国家? 事实上，这不是虚幻的异想，而必须是非实现

不可的“伟大梦想”，否则城乡融合发展就没有实现
可能。这个目标当然不能靠敲锣打鼓来实现，中国
当下正在推动农村脱贫攻坚宏伟社会发展工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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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一体化杰出构想，都将助力这一伟大目标

的实现。

第四，以各项经济政策推动中国人口布局大调

整。如前所述，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归根结底要靠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难以和

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实现“融合”。我们的现实是，依
靠超过 40%的农业劳动力产出占比 8%的 GDP。这
个相对劳动生产率太低，不可能让农民富裕起来。

如果去掉农村那些实际上没有真正下地的劳动力，

我国生产出约 8%的 GDP的农业劳动力大约占总劳
动力的 25%，这个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于城市经济部
门。如果能通过城乡区划的合理调整，建立更合理
的统计口径，我国目前城市化率还会有所提高，估计

可达到 62%左右。考虑到国际经验数据，再结合我
国的现实情况，如果政策调整比较好，粗略可判定在

2035 年前后，我国农业产业 GDP 占比可能下降至
5%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下降到 10%左右，这将
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这个时候，我国城乡
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 20%以下，相应的，我国
城市化率也会达到 80%左右。这个目标实现，意味
着农业更加强大，农民平均收入接近城市水平，城乡

融合发展获得成功，党的十九大确立的 2035 年的其
他社会进步目标也相应实现。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人
口布局的大调整，这种调整是所有其他发展目标实

现的基础。

第五，完成现行农村政策在实施对象上的转变。

在城乡区划不合理、城乡各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
不匹配、村庄人口与农业从业人口不对应的情况下，

我国农村农业政策体系内包含许多矛盾，大量基础

性的信息不真实、不充分。信息失真使我们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缺乏决策依据，甚至造成决策误导。
2017 年，笔者在东部某省某镇做调查，注意到该镇
85%的道路被称为农村道路，并按照相应的规范建
设和管理，但实际上该镇工厂林立，商贸繁荣，人口

密集，农业从业人员只有 5%左右。在我国经济发
达地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基于这种情形，现有农
村政策也要转变，一些政策要归并为一般性的覆盖

城乡的政策，一部分要转变为城市发展政策，还有一

部分要转变为单纯的农业产业政策。通过这个转
变，国家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才会更精准，更有利于提

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三、小城市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

以下，我们对目前中国乡村人口布局演变趋势

做一个更具体的讨论。笔者以往的研究表明，今后
我国一部分建制镇和少量的经济发达村庄会转化为

小城市，还有一些会归并入现在大中城市的建成区，

更多的村庄则逐渐转变为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相
信如果政府不做负面干预，这个变化是必然的。这
种人口布局不仅有景观欣赏价值，还有实际功能价

值。

小城市对农业现代化有重要意义。这里说的小
城市，是 1 万—3 万人的非农业人口为主的集中居
民点。这个概念定义不仅与官方标志不同，还与一
般人心里的习惯标准不同。如果全国国土的“胡焕
庸线”以东发展约3 000座小城市，且尽可能根据人
口密度做比较均衡的分布，则大部分地区的农户能

在半小时车程内进入一座城市，至少是一座小城市。

这些小城市对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小城市发展有利于农村人口合理布局。

农业现代化是农村人口减少、农民居住形态改变的
过程，专业农户的生产性质决定了他们不适合在城

市居住。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农业人口聚集成上万
人的居民点，本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却

偏偏在中国发生了，这与我们过去的人口布局调整

政策不适当有关系。按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估
计，在 2035 年前后，中国的农户居民点的规模将极
大收缩，农户变为以农业为主的专业农户。大略判
断，全国的专业农户会分布在 300 万左右的自然村
里，每个村平均 10 户左右。由这样的农户居民点分
布，才会形成真正的农村景观。同时，这种人口布局
也有利于建立农区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例如，如果

在这种农村地区实行禁止新增非农建设用地增长、

既有非农建设用地逐步退出的政策，就不会引起社

会冲突。在这种条件下，建立农业保护区制度也更
为可行。在这个人口布局变迁过程中，小城市正好
承载那些从村庄退出、又不想远离家乡的人口。这
个目标的实现，当然不能搞强制命令，而应该通过利

益诱导促进转变的实现。这种诱变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小城市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会产生足够的吸引

力，满足那些脱离农业但又不想远离乡下的人民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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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城市发展让农户就近享受高品质的公

共服务。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形成以后，虽然有利
于农业生产，但向这些居民就地提供公共服务则很

不方便，而半小时车程以内的小城市正好弥补这个

缺陷。按我们近年所做的农村调查，人口规模小于
1 万人的村庄，废水处理已经很不经济，小学设置也
缺乏吸引力，而一个人口规模只有四五十人的居民

点连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也无法形成。按照生态专
家提供的意见，这些小型居民点的生活污水可以通

过自然降解得到处理，其他一些公共服务多要依托

小城市来实现。

第三，小城市是满足我国逆城市化人口要求的

载体。准确地说，住在小城市的人口并不是逆城市
化人口，但鉴于我们这里讲的小城市是由一些建制

镇发育而来的，这里的一些居民会在很长时间里将

其看作农村居民点，而事实上这也是与农村融合程

度最高的非农业居民点。由于很多原因，这些小城
市的一部分居民虽然不会直接从事田间农业，但会

与农业发生间接联系。还会有一部分居民主要是出
于个人的偏好居住在这里。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
更需要城市生活的便捷，故他们不可能与专业农户

一起居住在小型居民点。

第四，小城市是农业产业链之上的区域性服务

中枢。初级农产品离开土地之后，更多的生产增值
需要一定人口来完成，农场工作的前端活动也需要

一定的人口来完成。从国外的经验看，当代农户即
使是专业农户，他们也会用一定的时间从事农场以

外的涉及农业产业链的工作。按照国民收入分配规
律及实现城市化水平的可能性来推算，我国在 2035

年前后，农场以外的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大约会有

1. 5 亿人口规模，这些人口约有一半居住在小城市
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农产品的部分零售、末端加
工、末端物流、农业技术的基础性研究会集中在大中
城市，其他环节布局在小城市的可能性更大。

第五，小城市是城市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几
万人规模的居民点，一些特殊地区还可以有规模更

小一些的居民点，因为农业不可能是主导产业，被看

作小城市是有道理的。二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自然可
以再区分为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都市
区，具体怎么划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划分办法，不

必有世界统一的标准。例如，德国把超过 5 万人的

城市看作大城市，至于像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武
汉这样的“城市”，按其标准其实是“都会区”( The
metropolitan area) ，已经不是一个城市( city) 。

第六，小城市可以有很好的经济活力。一般认
为，城市的竞争力与城市的规模有关，但这种关联比

较复杂，很难找到明确的线性规律。城市总体规模
要多大才适度? 城市是否应该有发展的边界? 这类

的讨论似乎各执己见。但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是: 城
市应该有小尺度的相对独立和功能自洽的发展单

元。这能够有效减少通勤距离，降低基础设施维护
成本，同时可能形成功能和风格各异的产业或文化

圈。此外，城市越大，越容易显示多样性，因而会增
添城市魅力。现行功能分区的规划模式，大多类似
将一个单一中心的小城市直接放大，不但忽略了复

杂多样的生活需求，而且因为分区造成远程通勤，从

而造成拥堵和污染。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关键要素是
城市所属企业构成的专业化水准。企业构成越是专
业化，就越有活力。支撑城市专业化的，是在国际大
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一个城市即使是几
万人，只要它有一个规模足够大、竞争力强的企业，

这个城市就有了活力。有竞争力的企业是保障充分
就业的基本条件，将失业率压在 3%左右，是一个城
市健康有活力的重要条件。在劳动市场较充分竞争
的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劳动时间。充分就
业既能保障劳动者的收入，也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

源泉，充分就业还是降低城市犯罪率的基础条件。

各种原生和传统的小型服务业正是增加充分就业的

海绵，应该在实现城市管理的基础上扶持和爱护，而

不是清理和打压。

第七，小城市有可能赋予其所承载的“乡愁”以
现代性。城市企业构成的专业化会使城市的横向社
会交往关系发生有益变化，使现代城市“熟人圈”替
代传统的以宗法关系或权力关系为纽带的“熟人
圈”，这是承载城市魅力的重要基础。传统熟人社会
的成功转型的最根本条件，是实现物质利益关系与

宗法关系或其变形之间的切割，将物质利益关系交

由市场支配。熟人社会中成员所依赖的小市场必须
是更高大市场的一部分，使成员的物质利益诉求得

以独立实现。这种经由市场关系所整合的社会，必
然具有某种专业化的形态。人们开始依从专业技术
解决基础生活需求问题。这种分工的出现，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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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
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

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
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关联。公权
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

的人会更多地进入交际领域。公权行使中的自由，

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 政务官员) 的选择，而公

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
的权利牺牲仅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他们的物质利

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
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只
要是稍有规模的人口聚集点，哪怕是几万人的小城

市，其劳动者必然纵深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一些数
万人的小城市，往往由一两个大型企业支撑，或由类

似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支撑; 一些更小的聚集点，如

村庄，也会存在，但同样具有专业化水准，或是度假

旅游点，或是特种农产品集散地。在这样的居民点，

熟人社会不再和基本经济利益直接关联，人们的超

经济往来不会约束基本自由。至于专业农民，由于
高度分散居住，传统村庄的那种综合性熟人圈子的

压力自然荡然无存; 他们的每斤农产品都可能远销

他处，近距离的交往圈不必与物质利益扭在一起。

在认识小城市发展的意义的同时，我们还需要

充分认识小城市之外真正的乡村小型居民点存在的

必然性。

搞农业生产，农户必须尽可能地居住在自己的

土地上，否则不方便耕作。丹麦甚至有法律，要求农
场主必须将自己的农场作为常住地。中国一些官员
说为了城市化，要让农民住在城里，由政府开公共汽

车接送农民去地里上下班，于是农民就像产业工人

一样了，这种认识完全违背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

所以，如果让居民点自然演化，绝不可能出现几千真

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生活的情形。

过去讲“30 亩土地一头牛”是养活一个农户的
最低标准，实际上大约是 100 亩土地的规模。如果
有 3000 个达到这样标准的农户住在一起，其所耕作
的土地总面积大概有 200 平方公里那么大，他们怎
么可能凑在一起生活，并耕作这么大一块土地。如
果不是发疯，农民不会这样干的。在这种情况下，一
头牛走 10 公里需要 4 小时。至今，我国很多农村地
区 1 个居民点也常常就几户人家。华北农业主产区

有一些较大的村庄，一是与人口过密有关，二是因为

20 世纪战争年代日本侵略者搞过村庄合并。华东
一些地方的大村庄则与商业活动有关，有亦农亦商

的性质。

现代农业更与纯农户集中形成的大村庄不兼

容。从长远看，谷物生产的规模可以很大。就现阶
段中国农业主产区的农业技术水平，一户农家 2 个
劳动力，种数百亩谷物也不成问题。这种适合中国
现阶段国情的家庭农场，是不适合扎堆集中的。

认识到乡村小型专业农户居民点存在的必要

性，可以避免我们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把所有现有的

村庄居民都赶到小城市或某个集中居住区，把他们

现有的住房拆掉。脱离农业的现有农村居民可以集
中居住，但也不一定要住到高楼里。小城市的居住
形态应该显著区别于大中城市，让居住密度更低一

些，住房也应该以独栋房为主。这样的小城市加上
分散的小型乡村居民点，才具有承载“乡愁”的价
值。

四、振兴乡村的关键举措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需要国家一系列

社会经济政策发生转变。笔者认为下列政策模式转
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农业技术进步模式转变。应该大力发展
劳动替代型农业技术和水肥药节约型农业技术，前

者如大中型农业机械，后者如转基因育种技术。通
过这两类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改

善农村环境。多年来，在转基因问题上，外行的声音
压倒了技术专家的声音，极不正常，应通过有效的科

普活动改变这种局面。

第二，农地保护模式转变。现行农地保护政策
的综合性约束力弱，效果不够好。应该将目前多种
农地保护区政策统一为国家农业保护区，并对保护

区内的村庄、河流、道路采用目标匹配度高的统一政
策，增强农地保护的效力。此项政策的转变还应配
套解决土地用途的预期不稳定问题，使各类土地价

格回归正常水平，特别是降低农用地地租率。

第三，城乡区划模式转变。如前文所述，不合理
的城乡区划办法严重降低政策的有效性，也扭曲国

民经济的基础信息，必须做出调整。应该将作为行
政区划的城市与人口密度意义上的城市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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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后一种概念作为区别于乡村的统计概念。例如，

可以考虑将建筑用地连续的、人口总量超过二万，且
其核心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 5000 人的地理
单元定义为城市，将城市以外的其他非工矿区、非机
场等特殊设施的区域定义为乡村。按照这个定义，

我国城市数量会增加到数千座，发达地区的某些村

庄也会联合为城市。适应这个变化，我国还可以设
立“县辖市”行政区划类别。这种城乡区划建立后，

城市的设置将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量相关政策

也会更容易操作。

第四，城乡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如果城乡区划
模式实现转变，真正的乡村就是另一番面貌，以往讲

的乡村治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若城市化率达到
80%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达到 10%左右，大量
专业农户因生产发展需要，会分散居住，还有一些农

户会与其他约 10%的逆城市化人口一起居住在小
的村镇。这个时候，大量的村委会设置可能就不再
必要，公共服务的中心将是一批小城市和少量的村

镇。绝大部分农户距离城市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车
程，一个农户门可能会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上自己的

住地“某省、某县、某市和某路几号”。对于这样一
个人口布局形态，社会治理不再需要区别城乡，农民

就是市民，只是因为他的职业需要住在乡村。这样

一来，城乡分野将只具有景观差别的意义，其他差别

将不再重要。

第五，土地产权变革。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需
要，土地产权制度以及农业经营制度也应发生变革。

中央已经肯定的“政经分离”模式应该推行，乡村的
公共服务由小城市或村镇直接提供，乡村经济服务

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及政府农业机构提供，村庄一级

事实上存在的“政社合一”将会消亡。这个时候，土
地的集体所有会转变为农民自愿结成的合作社所

有，农民继续享有土地的承包权。乡村土地管理应
该置于农业保护区框架之下。在土地用途不变的情
况下，农业保护区内土地可以自由交易。通过此项
政策转变，目前许多复杂的土地制度难题将不复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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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and Ｒural Modernization

DANG Guo － ying

( Ｒ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I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we need to put in place sound systems，
mechanisms，and policies for promoting integrated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and speed up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so that we can“ build rural areas with thriving businesses，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s，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effective
governance，and prosperity”． It is not only a goal of vitalizing rural areas but also a strategy to power nation and enrich people． Wheth-
er this task can be achieved is related success or failed in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so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study Xi Jinping’s grand idea deeply． In order to realize integrated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 and vitalized rural areas，a seri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es are needed to change in China———agriculture technology progress module，agriculture land protection mod-
ule ，urban － rural division module，urban －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module and the land property righ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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